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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官分工架構與日本防衛政策的制定:  

自民黨與民主黨政權之比較 

郭育仁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助理教授) 

一、摘要  

日本戰後防衛政策的制定模式大體上是以自由民主黨與防衛官僚間所形成

的高度權責分工，即所謂的日本模式或 1955 體制。但日本民主黨在 2009 年大

選所提出的「去官僚化」與「政治主導」兩大執政口號，試圖以首相與民選政

治人物來主導日本未來政策走向，同時削減菁英官僚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影響

力。由於防衛政策不同於一般政策，具高度國際與國內政治敏感性、專業性、

與影響國家安全的整體性與立即性，再加上戰後日本國內對軍事與戰爭的高度

爭議性。 

本文主要在分析民主黨執政後如何改變日本戰後幾十年來所形成的防衛政

策制定模式，與其如何具體影響 2010 年第四期防衛計畫大綱的政策制定過程與

內容展現。其次、透過比較民主黨的 2010 年防衛計畫大綱與自民黨的 2004 年

防衛大綱來了解，民主黨執政前後日本防衛政策制定模式的延續與改變，及相

互間的優缺點與影響。再者、以民主黨執政後的防衛政策制定來檢驗 1955 體系

等主流理論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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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日台灣第三屆日本研究學會年度研討會發表。 

二、戰後日本防衛政策的制定模式 

戰後日本防衛政策主要受到和平憲法、美日安保條約、聯合國中心原則、

與文人統制等四大原則所約制。再加上戰後日本政治在自由民主黨（自民黨）

一黨獨大的發展下形成所謂「日本模式」或「1955 體制」的影響，防衛政策的

制定模式大體上是以自民黨與官僚間所形成的高度權責分工的政官架構。在這

個雙軌的政官架構當中，自民黨負責擬定防衛政策的主要走向。以黨三役為核

心，即政務調查會長、幹事長、總務會長，與黨內各派系大老、國會議員等，

進行協商取得共識以決定大體上的防衛政策方向（根回し, nemawashi)。1這種以

凝聚共識為主的決策方式能使黨內不同派系與政治人物的政策意見可以得到充

分溝通與尊重。一旦黨內形成政策共識後，較能砲口一致對外，不易發生政策

正式化後黨內又出現異議的情形。而且長時間溝通所累積的黨內政策討論平台

有利於意見交換機制的建立與專業防衛政策人才的養成。主要的缺點則是在政

策制定上較遲緩曠日廢時，在重大議題上較穩定但不易有重大改革，不利於因

應突發狀況。 

另外防衛廳(省)的官僚在黨內討論時期便開始參與，主要角色在提供防衛

相關的專業意見協助自民黨內的政策共識形成與決策過程。自民黨與官僚間的

政策意見交流依循一定資歷與輩份相對稱的原則進行。黨內共識形成後，再由

防衛省官僚依照黨決定的政策方向開始進行細部政策規劃。換句話說，在自民

黨執政時期的防衛政策制定中，自民黨的政策平台將防衛廳（省）的政策制定

功能內化成黨政策制定的一部分，官僚成為專業幕僚與細部政策規劃機器。此

一體系發展數十年下，自民黨及其政治人物與官僚間形成高度默契與分工的夥

伴關係。另外在官僚體系中也培養出防衛官僚間的常識，即在政策建議與細部

規劃時不會太過偏離自民黨防衛政策漸進主義的主流共識。官僚體系的內化與

常識化也深化此一政官分工體系的穩定性，同時也使日本的防衛政策更加僵

化。 

從此一角度來看可以了解日本戰後防衛政策的走向，一直到民主黨執政

前，在一些攸關實質國家安全的制度上如集體防衛權、武器出口禁令、自衛隊

的任務性質與範圍等遲遲無法改革。東京財團渡部恒雄便指出，自民黨在戰後

幾十年所積累的防衛政策制定模式太穩定，穩定到一些特定議題的意識型態不

易改變，有點死守和平主義不知變通，但容易形成政策的共識，因為大家對一

些議題的基本意識型態都相近。2在國防政策方面黨與防衛省的官僚間形成非常

好的分工默契。加上自民黨本身的國防政策研究會與防衛省建立起良好的資訊

                                                      
1
自民黨「黨三役」指負責黨務運作的「幹事長」，黨意決定機關的「總務會長」，以及決定重要

政策的「政務調查會長」（政調會長）。其中，幹事長主管國會對策、組織、資金、人事、大選

提名作業等，在黨內有僅次於總裁的重大影響力與實權。另外政調會長主管「政務調查會」，負

責落實黨的政策，透過研究調查政策向國會提出的具體法案，再由黨部追認。 
2
東京財團政策事業部主任渡部恒雄訪談，2012 年 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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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與培養自民黨政治人物的國防專業，所以共識與分工容易形成，政治人物

負責政策大方向，官僚則負責實際制定政策。 

三、民主黨時期的改變與影響 

到民主黨執政時代，小澤一郎幹事長決定捨棄這種雙軌的政策制訂模式，

並以「政治主導」原則，強調防衛大臣在防衛相關政策制定的絕對主導權，廢

止防衛省事務次官會議以限制官僚的政策影響力，並同時阻斷黨內其他不同意

見的投入與影響。形成在民主黨內，除了黨代表（首相）與幹事長外，其他非

防衛領域相關的民主黨政治人物、派系大老、與國會議員完全沒有干涉防衛政

策相關過程與政策內容的機制與管道。這種決策方式一定程度強化了首相與防

衛大臣的決策權，但在一些重大爭議與敏感性高的議題，由於缺乏黨內政策意

見溝通機制，容易造成在政策已決定與正式化後，其他黨內同志開始透過媒體

批評並發表不同政策意見。另外由於缺乏正式與非正式溝通機制，也造成黨內

共識更加難以凝聚，事後隔空放話更是加劇派系間的衝突與對立。3以美軍在沖

繩部署 MV-22“魚鷹”運輸機為例，2012 年 7 月 17 日民主黨政調會長前原誠司

在一場記者會上直接點名批評首相野田佳彥和官房長官藤村修決策過於草率，

太過輕視沖繩縣和山口縣的民意。4另外，2012 年 7 月 23 日現任防衛大臣森本

敏向媒體表示若理由正當就應批准東京都政府登陸沖繩縣尖閣諸島申請。5當天

官房長官藤村修 23 日上午在記者會上強調稱，“此事不屬（防衛相的）職權範

圍，據說他只是談了個人想法。”藤村就是否批准民主黨與自民黨等跨黨派議

員的登島計劃表示，“將根據尖閣諸島的穩定管理這一政府的租借目的來判

斷。” 

這種刻意強調政治主導的決策模式，卻使得防衛大臣失去黨的奧援，必須

單獨面對相對專業、掌握資訊優勢、與長時間在防衛政策專研的防衛省官僚，

反倒使防衛省官僚有較大的政策影響力與話語權。資訊與時間的不對稱，防衛

大臣無法與龐大的官僚體系抗衡，反倒必須依賴官僚提供政策參考資料，若官

僚在議題上有特定立場，可以透過提供偏頗資料誤導大臣決策。如果官僚立場

與大臣相左，官僚則可以運用拖延或資訊人海戰術使大臣無法貫徹政策意志。

北澤俊美便是一個最好例證。由於北澤本身並沒有軍事相關的專業背景，在擔

任防衛大臣時選擇融入官僚體系，尊重官僚的專業政策建議，並擴大政策授權

範圍。所以當前原誠司擔任民主黨幹事長的時侯，決定開始慢慢恢復自民黨的

雙軌決策制，但畢竟民主黨與自民黨的組成結構、黨內機制與文化大相逕庭，

民主黨目前黨內的權力運作機制還沒完全定形，大致上還是以個人與派系實力

為黨的運作中心，黨的職位也還不能完全看出實際權力運作的規則，所以民主

                                                      
3
郭育仁，當面訪談，防衛省資深匿名官員C，防衛省（東京），2012年7月27日。 

4
共同社，2012 年 7 月 17 日。 

5
共同社，2012 年 7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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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與防衛省相互正在摸索一套適合其黨情的防衛政策決策模式。6 

此外，另一個讓民主黨重新恢復自民黨時期雙軌的防衛政策制定模式的主

因便是執政初期急遽惡化的美日關係與東北亞局勢。民主黨執政初期的安保政

策深受小澤一郎「疏美親中」路線的影響，積極推動「東亞共同體」，並在普天

間基地遷移選擇對美國採取強硬態度，並中止印度洋上的海上自衛隊補給活

動，造成美國政府對民主黨的極大不信任，也導致美日關係急遽惡化。7但在韓

國天安艦事件與延坪島砲擊後，來自美國的巨大壓力讓民主黨了解到幾十年發

展的美日安保不對稱關係的結構限制，即日本仍需一個強大的美國來保衛其與

亞太地區的安全。初期執政的失敗讓民主黨內鷹派開始接手防衛政策的主導

權。開始走回自民黨的決策模式，尤其在北澤俊美擔任防衛大臣開始制定 2010

年防衛計畫大綱時期。8換句話說，雖然日本在國內政局上產生政黨輪替，但日

本防衛政策的結構性限制，尤其是美日安保的影響，還是無法在短時間內產生

質變。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新執政的民主黨在重大防衛政策議題上的改革卻遠

比自民黨更有成績，更獲得日本主要防衛社群的讚賞，主因就在沒有僵固的意

識型態。為快速取得政權，民主黨在 2009 年大選的五大政權公約大多針對國內

問題，對外交與防衛政策幾乎沒有具體主張。但諷刺的是，也就是因為民主黨

在防衛政策上沒有經驗與既定的意識型態及具體政策共識的形成機制，所以反

而在重大防衛政策議題如集體防衛權與武器出口上比較有彈性，反而能推動改

革。9民主黨在執政初期，由於強調政治主導與去官僚化，所以在很多政策領域

都與官僚體系僵持，無法有效推動，但防衛政策卻是例外。主因有三。第一、

戰後強調文人統制的防衛政策制定，使得保持中立已成為防衛省官僚間的常識

之一。不同於其他中央省廳長期主導所管政策領域，防衛官僚長期刻意保持中

立的傳統受到民主黨強調政治主導的決策模式轉變衝擊非常輕微。第二、防衛

政策專業度較高，且資訊相對比較封閉，再加上民主黨內缺乏軍事專業的政治

人物，使得民主黨沒有著力點無法真正落實政治主導的政策，所以與防衛官僚

的政策意見衝突自然能降到最低。甚至讓防衛省官僚在一些議題上的話語權反

而擴大，例如 2010 年的防衛計畫大綱、自衛隊赴蘇丹執行維和任務、以及東日

本大震災時自衛隊的快速反應等，可能都是自民黨時期辦不到的。10 

四、結論：比較與分析 

總結而言，自民黨是非常保守的自由派，著重和平憲法、穩定的政策共

識、不挑戰現有既得利益者。而民主黨是非常自由的保守派，沒有太多執政包

袱，對國防推動許多主張日本安全的改革。民主黨對政策改革的推動甚至有些

                                                      
6
郭育仁，當面訪談，防衛省資深匿名官員C，防衛省（東京），2012年7月27日。 

7
大阪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星野俊也所長座談記錄，2011 年 10 月 24 日。 

8
自民黨本部田村重信訪談，2012 年 7 月 19 日。 

9
日本財團渡部恒雄訪談，2012 年 8 月 23 日。 

10
郭育仁，當面訪談，防衛省資深匿名官員C，防衛省（東京），2012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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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小心。沒有經過審慎的政策討論。許多法案都通過地太容易。再加上民主黨

內世代交替新生代較多，意識型態包袱較小，民主黨較傾向於就教年輕一代學

者因較無預設立場，來諮詢政策意見，在政策上改革較為容易。同一時間點各

中央省廳官僚也在世代交替，新一代官僚思維上較傾向於改變防衛政策上的不

合理處。這點在經產省的現象非常明顯，從完全抗拒武器出口議題，尤其在 70

與 80 年代老一輩的官僚試圖在經濟與科技發展上與美國一較長短，不讓一些科

技輸出的思維非常嚴重，再加上戰爭的記憶對武器出口視為禁忌。這一代的官

僚因眼看日本經濟從泡沫後的一路失落，較從國際競爭力的角度去思考日本的

武器輸出，支持有限度的出口。另外自民黨執政時，有一個隨時反對日本恢復

軍事化的左派在野黨，即日本社會黨。使得自民黨一直朝經濟與產業發展的方

向。但目前的民主黨卻沒有一樣的包袱。整體日本政治右派比以往多，左派又

沒有一個強有力的黨來彙集反對力量，嚴重邊緣化。 

此外，透過比較自民黨與民主黨在防衛政策制定的比較，可以了解到外交

與防衛政策是新政黨的主要弱點。由於取得政權大多以內政與社會、經濟議題

為主，新政黨相對在防衛與外交政策顯得捉襟見肘，民主黨的五大政權公約便

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外交與防衛政策除了高度專業性與敏感性外，政策的連續

性非常重要，過度修正的政策路線容易被解讀為不穩定。另外防衛政策的專業

人才需要長時間培養，民主黨也缺乏黨內人才養成制度與凝聚政策共識的平

台。再者，新政黨即使有外交與防衛政策主張，多半出自政治人物本身對相關

政策的判斷，對於執政者所必須面對的結構性的政策限制與誘因無法得知。小

澤一郎的疏美親中政策便是一例，缺乏了解美日安保六十年來不對等的同盟關

係（junior-senior）對日本本身造成的結構性的政策限制，即日本在防衛政策上

受到美國亞太政策強大的制約，無法進行完全獨立的決策。但是由於新政黨沒

有僵固的意識型態與黨內既定遊戲規則束縛，相對於有幾十年執政包袱的自民

黨較能推動重大防衛政策議題的改革。 

 


